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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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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０个地区共计２６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ＳＦＡ），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考察了中国城市行政等级

以及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城市生产低效率状态越严重。直

辖市的生产效率＜非直辖市的生产效率；直辖市的生产效率＜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的生产效率

＜一般地级城市的生产效率；广义的高行政等级城市生产效率＜广义的低行政等级城市生产效率。无

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中、西三个区域层面，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效率之间呈现线性关系，且城市规

模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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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发展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在城市数量上还是城市规模上，

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２０１４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５４．７７％。《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

显示，２０１３年末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已经达到２９０个。城市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在

内的复杂系统，如何有效测评和提升这一庞大复杂系统的运行效率，是提高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城市

发展效率是衡量城市投入要素资源的配置状态、运行态势和经营管理程度的重要指标。提高城市发展

效率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决策，更是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增长

的重中之重（潘竟虎和尹君，２０１２）。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体制因素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作

用。在与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相比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受到优惠政策的程度与其行政等级密不可

分。蔡昉和都阳（２００３）发现城市获得的再分配资源与一个城市的行政等级成正向关系。Ｄａｖｉｓ和 Ｈｅｎ－

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认为中国政府对某个城市的“偏爱”主要表现在行政等级的高低上。魏后凯（２０１４年）通过

引入“行政中心偏向”这个概念，指出政府在权利和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偏向于行政中心尤其是

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王垚和年猛（２０１４）以及李澎等人（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

制使中国各行政等级的城市拥有不同的获取资源分配的权限，高行政等级城市获得资源的能力更强。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学者们也在不断讨论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如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利用中国城市数据分析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时，发现城市规模和人均实际收入呈现出“倒Ｕ型”

关系。而陆铭等（２０１６）认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个人的就业率，进而推动城市经

济发展 。那么，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的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是否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

影响？若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会对我国城市经济

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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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因素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Ｄａｖｉｓ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的研究发

现，政府“偏爱”行为会导致人口过度聚集在“受欢迎城市”，而且这种“偏爱”行为破坏了城市之间的公平

竞争环境，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终抑制了国家整体经济增长。蔡昉和都阳（２００３）的研究发现通过

行政分配手段获取经济资源仍然是维持城市发展的主要手段，这在中西部更为明显而在东部不太显著。

才国伟等（２０１１）的研究发现对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是不同的，直辖市、省会城市

享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多的权利。王垚等（２０１４）的研究指出政府“偏爱”行为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开始

显现，形成不合理的城市规模体系，破坏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造成资源配置效率偏低，最终影响国民经

济的整体增长。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特点在于行政级别高且被赋予更多的优越性，拥有

大量优惠政策，发展依靠自我融资和再分配。李澎等（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高行政等级城市获取资源的能

力更强，这不仅导致城市之间的非公平竞争，而且也导致了高行政等级城市要素投入相对较多，对资源

配置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李澎和范毅（２０１７）的研究表明，行政等级因素主要是从影响城市规模效率

方面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以上研究可以发现，行政等级破坏了城市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们开始关注行政等级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的

影响。魏后凯（２０１４）采用城市人口数量（常住人口）和用地面积来度量城市规模，发现城市规模大小及

增长与其行政等级高低密切相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王

垚等（２０１５）以中国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构建有序响应模型（Ｏｌｏｇｉｔ）分析行政等级对城

市发展的影响时发现，优越的自然条件、较高的行政等级能够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

在研究中国城市行政等级的问题时，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不断地关注中国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问题。

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和人均实际收入呈现出“倒 Ｕ型”关系。王小鲁（２０１０）的

研究指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至今，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明显加速，说明大城市具有更好

的规模收益，反映了市场调节下城市聚集效应自然导致的结果。陆铭等人的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

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城市规模每扩大１％，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个百分点。柯善咨等（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人均产出率呈现“倒 Ｕ型”变化。

梁婧等（２０１５）的研究指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倒 Ｕ形”关系。孙三百等（２０１４）利用

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城市规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呈Ｕ
型关系，曲线最低点处市辖区人口规模为３００万人左右。丁从明等（２０１５）研究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

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省内的中心城市越是“一股独大”，省流域资源配置效率越低，进而越不利于全省

整体的经济增长。

随着对城市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城市经济运行效率问题。俞立平等（２００６）

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１４１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ＤＥＡ模型研究中国城市经济效率问题，发现样本考察

期间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呈低速增长，而城市技术效率呈现出轻微下降态势。孙威和董冠鹏（２０１０）的研

究指出，资源型城市综合效率水平一般，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综合效率最优化状态，并且人口规模与城

市效率呈现一定正向关系。潘竟虎和尹君（２０１２）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技术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效率进行分析，发现２０１０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综合效率水平较低，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袁晓玲等（２０１５）运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２８９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采用非合意产出的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分析了中国城市效率，发现全国城市效率整体

水平偏低。李健和李澎（２０１８）采用三要素投入随机前沿模型，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东北三省３４个地级城

市的生产效率进行研究，发现东北三省城市的生产效率水平在样本考察期间呈现出显著上升的态势，但

整体水平偏低。李健和盘宇章（２０１８）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期间中国２６１个地级及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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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城市生产率差异及收敛性分析，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间城市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增长态势。

我们发现以上研究多数从城市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率三个方面分析城市经济发展。尽管

关于城市经济方面的研究大量涌现，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分析城市行政等级

问题时，学者们通常把焦点聚集在处于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资源获取与配置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上。

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会对城市运行效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研究通常是从理

论层面和经验方面进行的，缺乏一定的实证研究支撑。处于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是否真的具有显著不

同的生产效率？高行政等级的城市生产效率是否显著地高于低行政等级的城市生产效率？抑或是其他

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研究城市规模经济效应的文献多关注城市规模与人均

收入、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效率关系的研究。研究城市规模对城

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可以更深层次地分析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这对中国城市经济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

式发展转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现有关于城市生产效率的研究，学者们通常采用的是数据包络

分析法（ＤＥＡ）。这种模型容易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由于ＤＥＡ方法所得到的确定性前沿是通过“最

高”样本的线性组合得到，因此“最高”样本的随机性变化直接影响到确定性前沿，进而影响由该方法得

到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段文斌和尹向飞，２００９）。同时，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随机误差的影响，从而

最终会影响前沿面上的效率数值。

鉴于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２６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借鉴

李健和李澎（２０１８）的研究方法，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ＳＦＡ）把城市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

效率纳入到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现有研究不足进行补充。首先，本

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城市行政等级划分标准，将２６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按照三种方法进行分

类，通过多个分类方法实证分析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现有研究通常把焦点聚集在城

市行政等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这类研究更加注重行政等级对经济结果的影响。而关于行政等

级对城市经济运行效率（即经济运行过程）影响的研究并不很多；其次，本文采用经济效率这个研究视

角，从城市生产效率这个层面来捕捉导致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最大限度地从传统的“索洛余值”中

找到问题的本源；最后，本文采用更为严谨的实证方法———面板随机前沿模型（ＳＦＡ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以克

服传统ＤＥＡ方法的缺陷来识别城市行政等级、城市规模等不同城市特征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随机

前沿分析方法在分析技术无效率方面相对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更具优势，而且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方法

清楚地识别影响无效率的因素。为了保证实证方法得到稳健的回归结果，通过指标增减、样本量增减等

多个方式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三、计量模型构建和变量设定

（一）计量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决策单元效率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基于参数前沿方法的代表为

随机前沿分析法（ＳＦＡ），而基于非参数的前沿方法的代表为数据包络分析方法（ＤＥＡ）。综合考虑，本文

选取基于参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城市生产效率问题。随机前沿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应用广泛，Ｋｕｍ－
ｂｈａｋａｒ和Ｌｏｖｅｌｌ（２０００）在其著作中对这种模型和方法进行较为详细论述。

随机前沿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Ｙｉｔ＝ｆ（Ｘｉｔ，β）ｅ
ｖｉｔ－ｕ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表示城市ｉ在时期ｔ的实际总产出，ｆ（·）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确定性前沿产出。Ｘ
表示一组投入向量，β表示未知参数向量。误差项（ｖｉｔ－ｕｉｔ）为复合项，其中ｖｉｔ～Ｎ（０，σ

２ｖ）为第ｉ个城市

的随机扰动的影响；ｕｉｔ为技术非效率项，为ｉ个城市的冲击影响。根据Ｂａｔｔｅｓｅ和Ｃｏｅｌｌｉ（１９９５）的研究设

定，ｕｉｔ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即ｕｉｔ～Ｎ＋（ｍ，σ２ｕ），并且有（２）式：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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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ｉｔ＝ｕｉｅｘｐ［－η（ｔ－Ｔ）］ （２）

其中，参数η表示时间因素对技术非效率ｕｉｔ的影响，η大于、等于和小于０分别表示技术效率指数
（－ｕｉｔ）随着时间变化递增、不变和递减。同时，ｖｉｔ和ｕｉｔ相互独立。

定义城市生产效率ＴＥ为实际产出期望与确定性前沿产出期望的比值，如下式：

ＴＥｉｔ＝
Ｅ［ｆ（ｘｉｔ，β）ｅｘｐ（ｖｉｔ－ｕｉｔ）］
Ｅ［ｆ（ｘｉｔ，β）ｅｘｐ（ｖｉｔ）｜ｕｉｔ＝０］

＝ｅｘｐ（－ｕｉｔ） （３）

当ｕｉｔ＝０时，ＴＥｉｔ＝１，表示生产决策单元位于前沿生产面ｆ（ｘ，β）ｅｘｐ（ｖｉｔ，ｕｉｔ＝０）上，这说明生产决

策单位技术是有效率的。当ｕｉｔ＞０时，ＴＥｉｔ＜１，这说明生产决策单位技术是无效率的。

将上式（１）两边取对数，可得到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如下形式：

１ｎＹｉｔ＝１ｎｆ（Ｘｉｔ，β）＋ｖｉｔ－ｕｉｔ （４）

Ｂａｔｔｅｓｅ和Ｃｏｅｌｌｉ的研究中通过对γ＝σ２ｕ／（σ２ｖ＋σ２ｕ）进行检验是否为０来判断是否存在技术效率的

损失，γ的大小介于０与１之间，若原假设被接受（即γ＝０），这表明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距离均

来自于不可控制的纯随机因素，此时无需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直接运用ＯＬＳ方法即可。

为了进一步解释城市间的技术效率差异，本文使用Ｂａｔｔｅｓｅ和Ｃｏｅｌｌｉ（１９９５）提出的模型方法。即在

上述模型基础上引入技术非效率函数，生产无效率回归方程如下式：

ｕｉｔ＝δ０＋ｚｉｔδ＋ｗｉｔ （５）

其中，ｚｉｔ表示影响技术非效率的因素，δ０ 为常数项，δ为影响因素的系数向量，若系数为负值，说明

其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反之，则为负的影响。ｗｉｔ是无效率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假定其服从独立

同分布的正态分布ｗｉｔ～ｉｉｄＮ（０，σ２ｗ）。

假设我国各个城市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尽管有学者采用超越生产函数形式，

但由于这类生产函数中参数太多，且该函数中的一些二次项无法从经济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结合上

文的模型和方法，本文将随机前沿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１ｎＹｉｔ＝０＋α１ｎｋｉｔ＋β１ｎＬｉｔ＋ｖｉｔ－ｕｉｔ　ｉ＝１，……２６１；ｔ＝１，……，１４ （６）

其中，Ｙｉｔ、Ｋｉｔ、Ｌｉｔ分别是第ｉ个城市第ｔ年的生产总值、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α、β是资本产出弹性

和劳动产出弹性。ｖｉｔ为第ｉ个城市的随机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分布，即ｖｉｔ～ｉｉｄＮ（０，σ２ｖ）；ｕｉｔ
为第ｉ个城市的随机无效率项，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非负截断正态分布，即ｕｉｔ～ｉｉｄＮ＋（μｉ＝δ＇ｚｉ，σ

２ｕ）；μｉ
对应的函数为生产无效率函数。为反映生产效率变化的时间特征，本文加入技术效率的时间趋势项。

无效率函数ｕｉｔ的具体形式如公式（７）～（１３）。

模型１．验证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

ｕｉｔ＝δ０＋δ１ｔ＋δ２ｃｏｄｅ１，ｉｔ＋θ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１，ｉｔ （７）

ｕｉｔ＝δ０＋δ１ｔ＋δ２ｃｏｄｅ１，ｉｔ＋δ３ｃｏｄｅ２，ｉｔ＋θ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２，ｉｔ （８）

ｕｉｔ＝δ０＋δ１ｔ＋δ２ｃｏｄｅ３，ｉｔ＋θ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３，ｉｔ （９）

其中，ｃｏｄｅ１，ｉｔ表示直辖市虚拟变量，取值０或１；ｃｏｄｅ２，ｉｔ表示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取值０或１；ｃｏｄｅ３，ｉｔ表示把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合并成为高行政等级城市虚拟变量，取值

０或１。δ０ 为待定常数项；δ１ 为效率变化的时间趋势，若符号为正代表生产效率是递减的，反之亦然；δ２
和δ３ 均表示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生产无效率程度的影响系数。ｗｉｔ是无效率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假

定其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分布ｗｉｔ～ｉｉｄＮ（０，σ２ｗ）。θ表示城市发展规模对城市无效率程度的影响系

数。２０１３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一节中对城市行政等级进行了以下划

分：直辖市（４个）、副省级城市（１５个）、地级市（２７１个）、县级市（３６８个）。本文综合考虑，对中国城市行

政等级进行以下分类：直辖市（４个）、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３１个）、一般地级城市（２２６个）。本

文考虑的样本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城市划分按照２０００年标准，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共有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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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为了全面分析不同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效率的影响，首先设定衡量直辖市和非直辖市的虚拟

变量形成一个回归模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准方程，主要是想初步了解城市行政等级最高的直辖市的

城市生产效率是否高于非直辖市的城市生产效率。以下的回归方程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其次，设定

衡量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以及一般地级城市的虚拟变量形成一个回归方程。最后，把直

辖市、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合并成为广义高行政等级城市，同时把其他普通地级城市设定为广义

低行政等级城市而形成一个回归方程。魏后凯（２０１４）的研究表明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存

在密切相关性，但他采用的是常住人口数据来度量城市人口规模，采用常住人口数据主要考虑到该指标

可能会更好地反映城市经济活动人口状况。而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里面的指标（即户籍

人口），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不同的衡量指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采取严格的户口迁移政策来控制大

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尽管近年来户籍改革进程不断推进，但一些城市尤其特大城市仍然实

行较为严格的落户政策。户籍人口规模和城市行政等级之间的关联性可能没有常住人口规模和城市行

政等级之间的关联性强。但考虑到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我们在（７）～（９）的方程中删除城市发展规模变量形成额外的３个回归方程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额外的３个回归方程除了没有城市发展规模变量之外，其他的均与（７）～（９）的方程一致，在这里不再列

出。

模型２．验证城市发展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

ｕｔｏｔａｌ，ｉｔ＝δ０＋δ１ｔ＋θｔｏｔ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ｉｔ＋ｗｔｏｔａｌ，ｉｔ （１０）

ｕｅａｓｔ，ｉｔ＝δ０＋δ１ｔ＋θｅａ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ｔ，ｉｔ＋ｗｅａｓｔ，ｉｔ （１１）

ｕｍｉｄｄｌｅ，ｉｔ＝δ０＋δ１ｔ＋θ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ｉｔ＋ｗｍｉｄｄｌｅ，ｉｔ （１２）

ｕｗｅｓｔ，ｉｔ＝δ０＋δ１ｔ＋θｗｅ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ｉｔ＋ｗｗｅｓｔ，ｉｔ （１３）

其中，θ表示城市发展规模对城市无效率程度的影响系数，若θ＜０，则说明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会

产生正向影响，反之亦然。ｔｏｔａｌ代表全国城市样本；ｅａｓｔ代表东部地区城市样本；ｍｉｄｄｌｅ代表中部地区

城市样本；ｗｅｓｔ代表西部城市地区样本。在以上的无效率回归模型中之所以没有加入表示城市不同行

政等级的虚拟变量，主要考虑到样本划分问题，以及直辖市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同时也避免加入城

市行政等级的虚拟变量可能会因为多重共线性问题来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使用随机前沿模型的前提是无效率项ｕｉｔ的存在。Ｂａｔｔｅｓｅ和Ｃｏｅｌｌｉ（１９９５）的研究中通过检验γ＝

σ２ｕ／（σ２ｖ＋σ２ｕ）是否为０来判断是否存在技术效率的损失，但通常这个检验统计量采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０软件

才能呈现出来。Ａｉｇｎｅｒ等（１９９７）的研究把σ２＝σ２ｖ＋σ２ｕ，λ２＝σ２ｕ／σ２ｖ进行参数化。如果λ为０，则不存在

技术无效率效应，并且相对于前沿的偏离都是由噪声引起的；如果λ不为０，则存在技术无效率效应。

本文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３．０软件进行随机前沿分析，而回归结果中呈现出的无效率检验是通过参数化得到的数

值（即σｕ 和λ的数值、相应的ｚ检验统计量以及对应的ｐ值）进行的。

（二）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０个地区①２６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这主要是限于全

部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的可得性，且某些城市的行政区划在选定期间内有了变更，导致不好处理）共计

３６５４个观测结果。２０００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一节中给出了２０００年中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２６３个，而到了２０１３年这一数值达到了２９０个，有２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市

行政区划总数没有发生变化，而其他１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市行政区划总数发生了变化，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数值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本文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以２０００年的城市行政区划标准选取来

获得本文的样本量，由于个别城市数据多年缺失现象较为严重，本文对其进行剔除，最终有２６１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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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参照现有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对其剔除。



进入考察范围内，占据２０１３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总数的９０％，尽管未涵盖全部的可研究范围，但相对现

有研究而言，本文的样本量已经具有足够的一般性。在对区域进行研究时，本文对中国城市整体样本划

分成东部（１２１个）、中部（７９个）、西部（６１个）三个地区进行研究。本文研究对象为３０个地区２６１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

（三）变量选择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城市行政等级、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关系时，需要得到地区生产总值、劳

动力投入、物质资本存量及城市总人口的数据。

（１）城市产出变量（Ｙ）：本文采用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为衡量城市产出变量指标。由于统

计年鉴里面提供的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数据均为名义数值，而且缺乏城市层面的ＧＤＰ平减指数，我们

用各省ＧＤＰ平减指数（即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衡量）进行替代。各省的ＧＤＰ平减指数我们通过《中国统

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进而本文用省份ＧＤＰ平减指数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０个地区

２６１个城市名义生产总值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城市实际生产总值数据（即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度量），以此作

为衡量城市产出的指标。

（２）资本投入变量（Ｋ）：对于衡量资本投入的指标选取一直是当前中国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对资

本存量也采用“永续盘存法”来测算。测算公式为：

Ｋｉｔ＝（１－δ）×Ｋｉ，ｔ－１＋
Ｉｉｔ
Ｐｉｔ

（１４）

其中，Ｋｔ为当期的物质资本存量，Ｋｔ－１为上一期的物质资本存量，Ｉｔ为当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Ｐｔ为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当前资本价格指数，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按照此测算方法，估算各城市在第ｔ

年的资本存量需要以下数据：基期（即２０００年）的实际资本存量Ｋｉ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实际投资额Ｉｉｔ，资本

折旧率δｉｔ。如何解决基期资本数据缺乏是测算资本存量的主要问题。本文借鉴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张军等

（２００４）的研究方法，即用基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１０％作为初始资本存量。对于资本折旧率的选

择，我们借鉴张军等研究设定δ＝９．６％。至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由于缺乏市级层面的数据，本文同样

按照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３）劳动投入（Ｌ）：理论上通常会选择劳动量作为劳动投入较为理想的度量指标，但科学度量一个城市

每小时的劳动量无法实现。本文采用已有多数文献的做法，选择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衡量指标。

（４）城市发展规模（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对于衡量城市发展规模的指标选择，本文采用城市人口数量来度

量。对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衡量，不同学者选择了不同的指标。有的选择常住人口数量来描述城市人口

规模（魏后凯，２０１４；蔡之兵和张可云，２０１５），主要考虑到常住人口可能会更好地反映城市经济活动人口

状况。孙久文等（２０１５）研究２７３个城市的城市规模是否过大时选择了年均人口数和年末人口数两个指

标来度量城市规模，其中年末人口数是户籍人口数。王贤彬等（２０１４）对于地级市的城市居民数衡量时

采用市区年末人口数界定，这也是户籍人口数。本文选择的样本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考虑到数

据的可获得性、完整性以及样本容量，本文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据（户籍人口）来衡量城

市发展规模。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城市行政等级和城市生产效率关系研究

从表１中各个回归方程的σｕ 和λ的ｔ检验统计量数值可知，均拒绝原假设“Ｈ０：σｕ＝０”和“Ｈ０：λ＝

０”，这表明本文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是合理的。从表１中的 Ｗａｌｄ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Ｈ０：模型的联合

系数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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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中的方程１回归结果是设定衡量直辖市和非直辖市的虚拟变量形成的基准回归模型。方程中

的直辖市虚拟变量（ｃｏｄｅ１）的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行政等级最高的直辖市的城市生

产无效率程度要显著地大于非直辖市的城市生产无效率程度，表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生产效率越低。

表１中的方程２回归结果是考虑到４个直辖市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没有这个现

实，本文基于此进一步把样本空间限定在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共计１８２个城市来进行回归。把样本空

间改变之后我们发现，直辖市的虚拟变量（ｃｏｄｅ１）的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显著，并且系数（０．９２５）大

于方程１的相应系数（０．７３３），由此更进一步说明直辖市的生产低效率程度显著地比非直辖市的生产低

效率程度严重，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直辖市的生产率水平要低于非直辖市的生产效率水平。表１中的方

程３回归结果是把城市划分为三类：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城市的，因此形成两

个虚拟变量直辖市（ｃｏｄｅ１）、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ｃｏｄｅ２）。我们发现直辖市（ｃｏｄｅ１）的系数为正

且在１％的水平显著，这说明直辖市的城市生产效率水平要低于一般地级城市的生产效率水平。副省

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ｃｏｄｅ２）的系数也为正且在１％的水平显著，这说明具有较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生

产效率要低于较低行政等级城市的生产效率。通过对比ｃｏｄｅ１和ｃｏｄｅ２的系数我们发现，前者系数的

绝对值大于后者，这进一步证实了较高行政等级的城市具有相对较低的生产效率。表１中方程４回归

结果是把城市划分为两大类：广义的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广义的低行政等级城市，因此模型中只有一个虚

拟变量ｃｏｄｅ３。高行政等级城市（ｃｏｄｅ３）的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生

产效率要低于低行政等级城市的生产效率。综合以上回归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城市行政等级越

高，城市生产低效率越严重。前文设定计量模型过程中考虑到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会有较大的人口规

模，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把无效率回归模型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变量剔除进行分析，回归

结果见表１中的方程５－８。我们发现，回归方程代表城市行政等级的虚拟变量（ｃｏｄｅ）的系数均为正且

在５％水平上显著，所有系数的统计特征均与前文的一致，这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为什么

高行政等级的城市伴随着相对较低的生产效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资源配置受限。

由于这些高行政等级的城市绝大多数是行政中心，导致了高度资源的集中，这与我国政府“偏爱”现象分

不开的。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因处于权力和决策中心，易于从上级政府“截留”更多的资源和便利。同

时中央政府多从战略层面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投向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一般省会城市，其他的普通

地级城市获益较少。以上多个方面的因素交叉在一起，导致了高行政等级的城市资源过度集中，引发要

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现象的出现。魏后凯（２０１４）的研究表明，城市行政级别越高，人均占有的投资就越

多。他以２００６年的数据为例，计算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一般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城市人均市政公用

设施建设投资分别是县级市的４．２２倍、２．７２倍、１．９８倍和１．３０倍。我们基于此数据，可以进一步推算

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一般省会城市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是一般地级城市的３．２５倍、２．０９

倍、１．５２倍，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不同行政等级的“偏爱”程度，会带来生产要素的过度集中和低效

率。其次，国家制度安排。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采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

内地”发展举措，即率先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取得良好的经验后再推广全国。当前中国的

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行政中心偏向，对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越有利。１９９２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级新区成为新一轮开发开放和改革的新区。截止２０１５年末，中国国家级新区总数１６个，分别为浦东新

区（上海）、滨海新区（天津）、两江新区（重庆）、舟山群岛新区（舟山）、兰州新区（兰州）、金普新区（大连）、

天赋新区（西安－咸阳）、湘江新区（长沙）、江北新区（南京）、福州新区（福州）、滇中新区（昆明）、哈尔滨

新区（哈尔滨）。我们发现中国国际级新区除了舟山群岛新区，其他１５个新区全部分布在直辖市、副省

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与此同时，国务院已经批准的１２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验区，除了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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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以外，均分布在行政等级偏高的城市。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引导”而非

是“主导”。政府过度的“错位”、“越位”、“缺位”，必然导致市场资源流动方向随着中央政府的意愿变化，

最终促使资源要素应该发挥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反而增加了无效率。

在无效率８个回归模型中，时间变量（ｔ）的系数为负值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城市生产无效率状态得到较大的改善。城市规模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城市总人口）的系数为负且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生产效率越高。资本投入（ｌｎＫ）和劳动投入

（ｌｎＬ）的系数在８个方程中均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得到了预期性的结果。由于资本投入（Ｋ）和

劳动投入（Ｌ）的系数表示投入产出弹性，我们发现资本产出弹性显著地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这说明当前

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是资本投入。
表１　城市行政等级和城市生产效率

变量 方程１ 方程２ 方程３ 方程４ 方程５ 方程６ 方程７ 方程８

前沿生产函数估计

截距１
０．３３７＊＊＊

（６０．１８）
０．２３３＊＊＊

（４．０８）
０．３１０＊＊＊

（６．０６）
０．３２１＊＊＊

（６．２０）
０．１６７＊＊＊

（３．７５）
０．０９６２＊

（１．８２）
０．１５５＊＊＊

（３．４８）
０．１５８＊＊＊

（３．５４）

ｌｎＫ
０．６３８＊＊＊

（６２．９６）
０．６６７＊＊＊

（５４．４０）
０．６４０＊＊＊

（６０．７５）
０．６４２＊＊＊

（６０．６６）
０．６５３＊＊＊

（６２．９６）
０．６７６＊＊＊

（５４．９２）
０．６５３＊＊＊

（６３．１２）
０．６５４＊＊＊

（６３．０７）

ｌｎＬ
０．３９７＊＊＊

（３２．４８）
０．３８３＊＊＊

（２７．２４）
０．４０５＊＊＊

（３２．７０）
０．３９６＊＊＊

（３１．９０）
０．４１５＊＊＊

（３３．９８）
０．４０４＊＊＊

（２８．１２）
０．４１９＊＊＊

（３３．５７）
０．４１７＊＊＊

（３３．６４）

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估计

截距２
１．６４１＊＊＊

（１１．６１）
１．８３５＊＊＊

（１０．５０）
１．７７９＊＊＊

（１１．９７）
１．８０１＊＊＊

（１１．６２）
０．６４５＊＊＊

（１４．９４）
０．６７９＊＊＊

（１４．０７）
０．６１９＊＊＊

（１４．３０）
０．６２６＊＊＊

（１４．２７）

ｃｏｄｅ１
０．７３３＊＊＊

（５．６９）
０．９２５＊＊＊

（６．３７）
０．９２１＊＊＊

（６．９２）
０．２９５＊＊

（２．３８）
０．３９８＊＊＊

（３．２８）
０．３２８＊＊

（２．７４）

ｃｏｄｅ２
０．３５６＊＊＊

（６．３５）
０．１１３＊＊

（２．０８）

ｃｏｄｅ３
０．３６３＊＊＊

（６．２９）
０．１３４＊＊

（２．５０）

ｔ
－０．１０４＊＊＊

（－６．６８）
－０．１２８＊＊＊

（－６．８３）
－０．０９３４＊＊＊

（－６．９６）
－０．０９５９＊＊＊

（－６．５８）
－０．１９６＊＊＊

（－５．５８）
－０．２０７＊＊＊

（－５．４３）
－０．１８６＊＊＊

（－５．５９）
－０．１９４＊＊＊

（－５．５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２５２＊＊＊

（－７．９７）
－０．２８４＊＊＊

（－７．２２）
－０．２９６＊＊＊

（－８．６７）
－０．３０１＊＊＊

（－８．３４）

σｕ
０．１７４＊＊＊

（７．３４）
０．２０７＊＊＊

（７．９７）
０．１６８＊＊＊

（７．４５）
０．１７６＊＊＊

（７．８１）
０．２２１＊＊＊

（６．９３）
０．２４９＊＊＊

（６．９７）
０．２１３＊＊＊

（６．７６）
０．２２１＊＊＊

（６．８９）

σｖ
０．３１６＊＊＊

（６７．６０）
０．２９６＊＊＊

（５６．３９）
０．３１４＊＊＊

（６７．０６）
０．３１４＊＊＊

（６７．３０）
０．３２１＊＊＊

（７１．７９）
０．３０１＊＊＊

（５７．３６）
０．３２１＊＊＊

（７１．４３）
０．３２１＊＊＊

（７１．６４）

λ
０．５５１＊＊＊

（２０．９９）
０．６９７＊＊＊

（２４．４２）
０．５３４＊＊＊

（２１．２６）
０．５６１＊＊＊

（２２．４１）
０．６９０＊＊＊

（２０．４１）
０．８２８＊＊＊

（２１．７４）
０．６６５＊＊＊

（１９．８３）
０．６８９＊＊＊

（２０．３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２）ｐ值

２１０１４．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７３．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８５．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４８５．６２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０１．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９２５．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５４．７６
（０．００００）

样本数 ３６５４　 ２５４８　 ３６５４　 ３６５４　 ３６５４　 ２５４８　 ３６５４　 ３６５４

横截面

个数
２６１　 １８２　 ２６１　 ２６１　 ２６１　 １８２　 ２６１　 ２６１

年份跨度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系数的ｚ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系数联合显著性 Ｗａｌｄ检
验的原假设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零。

数据来源：由Ｓｔａｔａ１３．０软件分析结果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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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发展规模和城市效率关系研究

接下来，我们分析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由于无效率模型中引入过多的变量可能

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行政规划与三大地区的划分等问题，我们只将衡量城市规模（城市总人口）

的变量纳入到无效率计量模型中。从表２中的各种检验结果均表明采用Ｂａｔｔｅｓｅ等人的随机前沿模型

是合理的。在无效率回归模型中，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在三大区域层面我们发现时间（ｔ）的系数为负值

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无效率状态得到较大的改善，这与前文的回归结

果完全一致。通过对比回归结果中时间（ｔ）系数的大小，我们发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样本的回归结

果中时间（ｔ）的系数绝对值分别为０．０３１、０．０３８、０．１６５，我们发现东部和中部的城市无效率改善速度要

低于西部城市。表２给出了全国样本和三大区域样本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

中，城市规模（城市总人口）的系数为－０．２６０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规模

越大，城市生产效率越高。此结论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接

下来我们看中国三大区域样本回归结果，我们同样发现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还是在经济发展

相对较慢的中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三大区域内部城市

人口的增加均会推动城市效率的提升。通过回归结果中系数的大小可以比较城市规模的效率增长效

应，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样本的回归结果中城市规模（城市人口）的系数绝对值分别为０．３６２、０．２６４、

０．３１７，我们发现东部和西部的城市规模的效率增长效应大于中部地区。本文的实证结果更深层次的支

持了大城市发展论。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城市生产效率越低。同时，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城市人口规模

也越大。那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效率应呈现反向关系，为何实证结果恰好相反？表面上与前文的结

论有冲突，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其合理的成分。政府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对行政

等级较高的城市具有较大的吸附力，促使这些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这对城市生产效率产

生了正面效应。同时，这个过程也引发了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出现人口、资金外流的严重问题，最终导

致这些层级较低的城市规模不断减小，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数量不断下降，经济发展出现动力不

足问题，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负责效应，由此，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越过了其正面

影响，最终体现为本文更证结果中呈现出来的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广义的高行政等级的城市数量占据全国城市样本总量的１３％，而一般地级城市则占据了全部城市样本

总量的８７％，在对行政等级较高的这些城市实施规模控制，而对这些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规模化发展

进行支持，必然会从总体层面看到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从近些年来国家

对城市发展建设的政策建议得到体现，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家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

针，但“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并没有完全改变。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防止特大城市面积

的过度扩张”。２０１４年３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进一步提出：“严格控制城区

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以上的方针政策以及规划提出来的对大城市规模进行严格掌

控，这里的大城市几乎是本文所说的广义高行政等级的城市范畴。
表２　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效率关系回归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前沿生产函数估计

截距１
０．３４８＊＊＊

（６．５３）
１．０９９＊＊＊

（９．５３）
２．２９６＊＊＊

（３．４０）
０．４２６＊＊＊

（４．５１）

ｌｎＫ
０．６４１＊＊＊

（６０．２５）
０．６１９＊＊＊

（４０．２３）
０．４５１＊＊＊

（２１．９１）
０．６６６＊＊＊

（３０．８２）

ｌｎＬ
０．３８７＊＊＊

（３１．８３）
０．２９４＊＊＊

（１６．０１）
０．３５９＊＊＊

（１５．２６）
０．２８６＊＊＊

（１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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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估计

截距２
１．６７５＊＊＊

（１１．４４）
２．２８１＊＊＊

（１８．０２）
２．４３０＊＊＊

（３．６０）
２．０２２＊＊＊

（５．９１）

ｔ
－０．１０５＊＊＊

（－６．２５）
－０．０３１＊＊＊

（－１１．３１）
－０．０３８＊＊＊

（－１１．０５）
－０．１６５＊＊＊

（－４．３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２６０＊＊＊

（－７．８１）
－０．３６２＊＊＊

（－１７．７３）
－０．２６４＊＊＊

（－１１．８４）
－０．３１７＊＊＊

（－３．９３）

σｕ
０．１８２＊＊＊

（７．６５）
０．０７４＊＊

（２．３８）
０．１３４＊＊＊

（３．３８９）
０．２８４＊＊＊

（５．９４）

σｖ
０．３１６＊＊＊

（６７．８０）
０．２９６＊＊＊

（３５．９７）
０．２９１＊＊＊

（４．０２）
０．２６９０＊＊＊

（２９．９９）

λ
０．５７６＊＊＊

（２１．９６）
０．２５０＊＊＊

（６．６４）
０．４６２＊＊

（２．０２）
１．０５３＊＊＊

（２０．３８）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２）
ｐ值

２０１８０．９６
（０．０００）

４３５５．２８
（０．０００）

２１３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６７７３．７５
（０．０００）

样本数 ３６５４　 １６９４　 １１０６　 ８５４

横截面个数 ２６１　 １２１　 ７９　 ６１

年份跨度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系数的ｚ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系数联合显著性 Ｗａｌｄ检
验的原假设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零。

数据来源：由Ｓｔａｔａ１３．０软件分析结果整理得到。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０个地区共计２６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考察了中国城市行政等级、城市规模

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１）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城市经济运行低效率状态越严重。通

过把城市划分成直辖市和非直辖市两个类别，发现直辖市的城市生产无效率水平高于非直辖市的城市

生产无效率水平，也就是直辖市的城市生产效率低于非直辖市的城市生产效率；通过把城市划分成直辖

市、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以及一般地级城市三个类别，发现直辖市的城市生产无效率水平＞副省

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的城市生产无效率水平＞一般地级城市的城市生产无效率水平，即直辖市的城

市生产效率＜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的城市生产效率＜一般地级城市的城市生产效率；通过把城

市划分为广义的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广义的低行政等级城市，发现广义的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城市生产效

率＜广义的低行政等级城市的生产效率。（２）城市发展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对全国样本以及东、中、西三个区域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城市发

展规模越大，越会推动城市生产低效率状态的改善。

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要维护城市之间的公平竞争

环境。等级化的行政管理格局不仅造成中国当前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而且带来城市发展资源的浪费，

从而使得城市生产效率低下。同时，随着城市发展成本的提高，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压缩，

最终出现行政等级高的城市生产效率低下和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现象共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任何城市无论规模大小、所处行政层级还是所处地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城市机会均等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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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要维护不同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平衡性。东

部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充足的发展机遇、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更高的市场发育水平，同时改革开

放以来国家对东部城市经济发展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在这种内外合力的作用下，东部城市经济发展

速度不断提升。随着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显，国家应该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

崛起战略的实施，给中西部地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中西部城市应该注重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这样才能通过自身实力的增强，并结合外部良好的发展环境最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１］蔡昉、都阳，２００３：《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经济研究》第６期。［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ｕ　Ｙａｎｇ，２００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６．］

［２］蔡之兵、张可云，２０１５：《中国城市规模体系与城市发展战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８期。［Ｃａｉ　Ｚｈｉ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Ｋｅｙｕｎ，２０１５，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８．］

［３］才国伟、张学志、邓卫广，２０１１：《“省直管县”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吗？》，《经济研究》第７期。［Ｃａｉ　Ｇｕｏｗｅｉ，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ｚｈｉ　ａｎｄ　Ｄｅｎｇ　Ｗｅｉｇｕａｎｇ，２０１１，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Ｃｏｕｎ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ａｍ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７．］

［４］丁从明、梁甄桥、常乐，２０１５：《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文汇》第５期。［Ｄｉｎｇ　Ｃ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ｑｉａｏ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　Ｌｅ，２０１５，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５．］

［５］段文斌、尹向飞，２００９：《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评述》，《南开经济研究》，第２期。［Ｄｕａｎ　Ｗｅｎｂｉｎ　ａｎｄ　Ｙｉｎ　Ｘｉａｎｇ－

ｆｅｉ，２００９，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Ｆ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ａｎｋａ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

［６］柯善咨、赵曜，２０１４：《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经济研究》，第４期。［Ｋｅ　Ｓｈａｎｚ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Ｙａｏ，

２０１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

［７］李健、李澎，２０１８：《东北三省城市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要素投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研究》，

《经济经纬》第１期。［Ｌｉ　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ｉ　Ｐｅｎｇ，２０１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ＳＦＡ　Ｍｏｄ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１．］

［８］李健、盘宇章，２０１８：《中国城市生产率增长差异及收敛性分析》，《城市问题》第１期。［Ｌｉ　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ｎ　Ｙｕ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

［９］陆铭、高虹、佐藤宏，２０１２：《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中国社会科学》第１０期。［Ｌｕ　Ｍｉｎｇ，Ｇａｏ　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ｕｏ

Ｔｅｎｇｈｏｎｇ，２０１２，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０．］

［１０］李澎、刘若阳、李健，２０１６：《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地理》第１０期。［Ｌｉ　Ｐｅｎｇ，Ｌｉｕ　Ｒｕｏ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Ｊｉａｎ，２０１６，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０．］

［１１］李澎、范毅，２０１７：《行政等级结构下的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制度经济学》第３期。［Ｌｉ　Ｐｅ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ｎ　Ｙｉ，２０１７，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

［１２］梁婧、张庆华、龚六堂，２０１５：《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城市规模是否过小？———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研

究》，《经济学季刊》第３期。［Ｌ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ｈｕａ　ａｎｄ　Ｇｏｎｇ　Ｌｉｕｔａｎｇ，２０１５，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ｏ　Ｓｍａｌｌ？：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

［１３］潘竟虎、尹君，２０１２：《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效率差异的 ＤＥＡ－ＥＳＤＡ测度》，《经济地理》第１２期。［Ｐａｎ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Ｙｉｎ　Ｊｕｎ，２０１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４·

宏观 质量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Ａ－ＥＳＤ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２．］

［１４］孙久文、张超磊、闫昊生，２０１５：《中国的城市规模过大么？———基于２７３个城市的实证分析》，《财经科学》第９

期。［Ｓｕｎ　Ｊｉｕ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ｏｌｅｉ　ａｎｄ　Ｙａｎ　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５，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ｏ　Ｌａｒｇ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２７３Ｃｉｔｉ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

［１５］孙威、董冠鹏，２０１０：《基于ＤＥＡ模型的中国资源型城市效率及其变化》，《地理研究》，第１２期。［Ｓｕｎ　Ｗｅｉ　ａｎｄ

Ｄｏｎｇ　Ｇｕａｎｐｅｎｇ，２０１０，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ＤＥ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ｏｄｅｌ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２．］

［１６］孙三百、黄薇、洪俊杰，等，２０１４：《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经济研究》第１期。［Ｓｕｎ　Ｓａｎｂａｉ，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Ｊｕｎｊ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

［１７］王小鲁，２０１０：《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１０期。［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ｕ，２０１０，Ｕｒｂ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

［１８］王贤彬、谢小平、杨本建，２０１４：《国有经济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经济评论》第２期。［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ｂｉｎ，Ｘｉｅ　Ｘｉ－

ａ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Ｂｅ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４，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２．］

［１９］王垚、年猛，２０１４：《政府“偏爱”与城市发展：文献综述及其引申》，《改革》第８期。［Ｗａｎｇ　Ｙａｏ　ａｎｄ　Ｎｉａｎ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４，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８．］

［２０］王垚、王春华、洪俊杰，等，２０１５：《自然条件、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发展》，《管理世界》第１期。［Ｗａｎｇ　Ｙａｏ，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ｈｕａ，Ｈｏｎｇ　Ｊｕｎｊ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ｉｔ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１．］

［２１］魏后凯，２０１４：《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城市与环境研究》第１期。［Ｗｅｉ　Ｈｏｕｋａｉ，２０１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

［２２］俞立平、周曙东、王艾敏，２００６：《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测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４期。［Ｙｕ　Ｌｉｐｉｎｇ，Ｚｈｏｕ　Ｓｈｕ－

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Ａｉｍｉｎ，２００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２３］袁晓玲、张占军、贺斌，２０１５：《中国城市效率评析》，《城市问题》第９期。［Ｙｕａｎ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ｊｕｎ　ａｎｄ　Ｈｅ

Ｂｉｎ，２０１５，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９．］

［２４］张军、吴桂英、张吉鹏，２００４：《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０》，《经济研究第１０期。［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Ｗｕ

Ｇｕｉ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ｐｅｎｇ，２００４，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１９５２－２００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

［２５］Ａｉｇｎｅｒ，Ｄ．Ｊ．，Ｃ．Ａ．Ｋ．Ｌｏｖ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７７，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６（１）：２１－３７．

［２６］Ａｕ，Ｃ．Ｃ．，ａｎｄ　Ｊ．Ｖ．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ｏ　Ｓｍａｌ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７３（１）：５４９

－５７６．

［２７］Ｂａｔｔｅｓｅ，Ｇ．Ｅ．，ａｎｄ　Ｔ．Ｊ．Ｃｏｅｌｌｉ，１９９５，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Ａ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３２５－３３２．

［２８］Ｄａｖｉｓ，Ｊ．Ｃ．ａｎｄ　Ｊ．Ｖ．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３（１）：９８－１２５．

［２９］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Ｓ．ａｎｄ　Ｋ．Ｌｏｖｅｌｌ，２０００，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０］Ｙｏｕｎｇ，Ａ．，２０００，Ｇｏｌｄ　ｉｎｔｏ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

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１１（６）：１２２０－１２６１．

·２４·

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效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Ｌｉ　Ｊｉａｎ１，Ｌｉ　Ｐｅｎｇ２，Ｆｅｎｇ　Ｓｈａｎ３　ａｎｄ　Ｗｅｉ　Ｐｉ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Ｂ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ｉｔｙ，Ｊｉｎｚｈｏｕ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２１０００；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６１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ｒ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　２０１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Ｍ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ｉｚｅ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　ｃｉｔｙ　ｈａｓ，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ｓ．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　ｃｉｔｙ　ｉｓ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ｔ　ｉ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ｓａｙ，ｃ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ｅｘｅｒｔ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ｉｒｄｌｙ，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ｗ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１８．５％～１８．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ＦＡ

■ 责任编辑　邓　悦

·３４·

宏观 质量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